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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对区域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探讨相应的战略演进和应对之策很有意义

最近，在网络上参加了一场中国区域经济 50人论坛的专题研讨会。既然是区域经济研讨，还是就疫情

对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作一个粗浅的分析，具体可用“三个更为”加以概括。

多层面的区域分化趋势将更为明显

4月 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用两个“前所未有”，概括了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疫情所带来的冲击

和挑战。全国一季度经济负增长 6.8%的实绩，也无可置疑地验证了人们的主观感受。虽然分省区市的具体

数据还未揭晓，但可以想见，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大区域中的各省区市以及省区市的各市县区之间，区域

分化的趋势还会进一步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经全国实施包括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在内的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上述三大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加快，而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增长速度相对放慢，但近年来这种发

展趋势有所逆转，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又开始相对加快，地区分化日见显性化。

历史上，区域经济发展的“东西现象”，正在被“南北现象”所取代，这非常值得关注。这里既有区

位条件、资源禀赋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体制变迁的差异所致。市场化改革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区域，

对可流动的诸如资金、科技、人才等资源要素的吸引力会更强，处于区域发展角力场中更为有利的竞争地

位。

城市群和都市圈对区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更为突出



疫情对人口和经济高度密集的大城市冲击力巨大，譬如本次疫情中惨遭“封城”城市武汉。因此，很

多人严重质疑大城市的空间发展模式，强调乡野村落对于阻击疫情扩散的种种好处。对此，还是要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

机器大工业时代的高密度城市，固然有人口密集、空间逼仄、交通拥堵、空气污浊等“城市病”，但

其无可比拟的规模集聚效应，作为客观经济规律，还是会向乡村不停地抽取土地和人口资源。当然，随着

人类社会发展观的进步，对于资源过度密集的消极后果，自然会有反思和改变。如何在追求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生态效益之间，谋得一个最佳的平衡，人们找到了城市群和都市圈这样的新型城市化的“主体形

态”。

城市群和都市圈，既不是“摊大饼”摊出一身毛病的点状大城市，又不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大片

田园乡村，而是“葡萄串式”空间布局，由大中小城市、特色小镇和郊区村落共同组成的一个网状空间。

其中既有城市人口、二三产业的集聚，又有郊区镇村都市农业、民宿农居、生态绿化的舒朗，是一个用更

大空间尺度计量的城镇村集群。

这个集群，因为既有中心城区的强大聚合，又有“满天星”般镇村的拱卫，其间基于高密度和高速率

交通通信形成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使之发育成为一个有机的城市综合体。这里，既有城市发达完善

的公共服务体系，又有适度隔离的田园风貌和绿色景观，因而是一个协调、和谐的城市共同体，同时在最

大程度上发挥出了对整个区域经济核心引擎的辐射带动和战略支撑作用。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对区域发展的作用更为关键

有人说，此次疫情是对各地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一次大考，言之有理！排除资源禀赋的明显落差，

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的好坏只不过是区域治理能力的一个必然结果。

善于调动本地市场主体积极性、创造性，且将经济、社会治理得有条不紊，形成特色文化积淀的区域，

往往可以凝聚较为旺盛的人气，运行的综合效能也比较高，且不易因领导干部的变动而频繁发生大的波折。

这些地方起初往往不是最先发的，但顺势而为把机遇抓住了，又能慎终如始“，一张蓝图绘到底”，结果

假以时日，就慢慢地后来居上了。如果再能谦虚谨慎、与时俱进，那就可能保持一个长期向好的发展态势。

区域治理是个很大的概念，但其中最关键的当属治理体制的先进性。如果一地的社会治理体制能够在

民主的基础上做到正确的集中，使当地呈现出一个既有法治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

生动活泼的社会氛围，那就是一个好的体制。如果一地的经济治理体制，能够在搞活的基础上做到有序监

管，使当地呈现出一个资源配置由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同时政府更好发挥导向护航作用的发展局面，

那也就是一个好的体制。

当然，这种治理体制”天上掉不下来，地里长不出来”。好的治理体制是从实际出发，经由对不合时

宜的传统治理体制改革创新而来的。就应对这次疫情中的情况来看，数字经济发育比较充分和领先的区域，

在疫情对经济造成普遍冲击的情况下，体现出更强的抗冲击能力和发展韧性。而市场化改革较为坚定和彻

底的区域，往往体现出相对较高的包括经济、社会和政府等在内的综合治理能力，因而在疫情冲击下也展

现出相对更好一些的发展态势。


